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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Pressure and Division of Labor Characteristics of Dual-earner 
Families with Children in Shanghai

上海市双职工育儿家庭的时间压力与分工特征*

焦  健   王  德   程  英    JI AO Ji an, WANG De, CHENG Ying

双职工家庭在育儿阶段遭遇的多重时间压力，是我国城市居民家庭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

论。然而，针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仍十分匮乏。基于上海2018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双职工育儿夫妻的时间利用

特征，剖析了夫妻的时间压力类型及其日常活动特征，并探讨了不同时间压力类型的家庭分工方案。研究发现，双职工家

庭在育儿阶段遭遇家务照料与通勤时间增加的双重压力；识别出超高家庭压力型、家庭压力型、通勤压力型、一般压力型4

种时间压力类型等。以期揭示我国大城市典型家庭的生活困境，为家庭与育儿友好的政策制定提供研究基础与启示。

Struggling with multiple time pressures during the child-rearing period is one of the major dilemmas faced by families in 
China and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and discussion in society. However, empirical studies on this issue remain scarce. 
Based on Shanghai's 2018 Time Use Survey dat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ime use patterns of dual-earner parenting couples 
and analyzes the time pressure types of the couples and their daily activity patter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al-earner families 
encounter the dual stress of domestic work and increased commuting time during the child-rearing period, and four types of 
time pressure are identifiable: extremely high family pressure, family pressure, commuting pressure, and general pressure.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research bases for child-rearing-friendly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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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时间已经成为稀

缺资源，越来越多的居民陷入缺乏休息与闲暇

时间的困境，“时间贫困”制约居民幸福感的

获得[1]。育儿人群是遭遇时间贫困的高风险群

体[2-5]，对于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而言更是如此。

不同于欧美、日本等国家由男性养家者（male 

breadwinner）主导的家庭就业模式，我国女性

劳动参与率较高①，双职工家庭（dual-earner）

占据主导地位，夫妻普遍在双方都全职就业的

情况下承担着繁重的育儿责任。然而，我国儿

童照料支持体系建设落后，家庭需要内化工作

与育儿双重压力，由此引发了严峻的“时间贫

困”问题，影响着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引起

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社会学、人口学等领域的学者十分关注

育儿阶段的家庭劳务分工、儿童照料方式、隔

代育儿等问题，并从时间利用的视角对以上议

题进行了丰富的探索。已有调查与研究显示：

在大多数国家中，女性仍然是家庭责任的主要

承担者[6]；育儿阶段，居民的家务照料时间增

加，工作与闲暇时间减少，女性尤其如此[7-8]，

我国居民也基本符合这一规律[9-10]。相比欧美、

日本等国家，受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我国家

庭在育儿阶段获得祖辈时间支援的比例高，祖

辈为成年子女分担家务劳动、提供儿童照料支

持是我国育儿家庭兼顾工作与家庭责任的重

要策略[11-13]。育儿问题也引起了时间地理学者

们的关注，日本时间地理学者们尤其关注就业

与育儿之间的平衡问题[14]，经典的研究如荒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空行为规划

的框架、方法与实证研究”（编号52378069）资助。

① 世界银行2022年数据显示，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为61%，高于日本（54%）、美国（56%）等国家，详

见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L.TLF.CACT.FE.ZS?most_recent_value_desc=true。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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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雄、神谷浩夫等对育儿女性及其家庭成员

时空路径的细致描绘[15-16]。近年来，我国也有

学者对育儿人群的时空行为与设施需求进行

研究[17-18]。

虽然我国育儿家庭遭遇严峻的“时间

贫困”问题，但针对该群体的时间利用与活

动特征的研究却是有限的。目前，社会学、人

口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将育儿时期作为家庭生

命周期阶段之一进行时间利用与家庭分工研

究，探讨性别公平等议题，但对该群体的单独

研究较为有限；时空行为领域的学者们对育

儿人群的研究则是零星的。因此，我国大城市

双职工育儿家庭的时间利用特征、时间压力

来源和家庭内部分工等问题还有待剖析。

本文基于上海市居民2018年时间利用调

查，以双职工育儿家庭为研究对象，在分析时

间利用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双职工夫妻的

时间压力类型进行划分，从时间分配、时间节

奏、外出非工作活动3个方面剖析各类型的日

常活动特征，并解析其家庭分工模式，以展示

双职工育儿家庭的时间压力与活动困境，为

缓解育儿家庭时间压力的政策制定提供研究

基础与指引。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

队于2018年在上海市域范围内进行的居民时

间利用调查，该调查是全国2018年居民时间

利用调查的组成部分，调查方案成熟，数据收

集过程严谨。调查样本抽选自上海住户调查样

本框，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采用等距抽样

的方法抽选了3 303个被调查者。调查中，对每

位被调查者各抽取一个平日（周一至周五中

的一天）与一个周末（周六至周日中的一天）

进行调查，要求被调查者采用活动随时发生

随时记录与回忆补记相结合的方式填写时间

利用日志表，从调查日当天4：00起至第二天

4：00结束，以15 min为时间间隔按顺序记录

24 h的活动信息，包括活动类型、开始与结束

时间、地点类型等。

1.2    概念界定与样本概况

0—12岁（婴幼儿至小学阶段）是儿童需

要家长照料的主要时期，本文对双职工育儿家

庭的界定是：夫妻双方都工作并养育0—12岁

儿童的家庭。双职工夫妻在工作日面临严峻的

时间压力，本文以夫妻工作时间都大于60 min

的一天作为工作日进行分析，共计165个双职

工育儿家庭，其社会经济属性如表1所示。孩子

年龄方面，0—3岁、4—6岁、7—12岁的占

比分别为29.09%、29.09%、41.82%；夫

妻平均年龄为34岁；丈夫、妻子的月均收入分

别为8 855.86元、6 112.35元，丈夫的月均

收入稍高于妻子；教育水平方面，本科及以上

学历占比为40.00%，丈夫这一比例稍高于妻

子；户籍方面，以夫妻都是本地户籍为主，占

比达53.33%，至少一方为外地户籍的占比为

46.67%；家庭结构方面，有祖辈同住的家庭比

例为52.73%，稍高于无祖辈同住家庭。

1.3    活动类型划分与分析方法

活动类型划分是时间分配测算的前提。

本文将活动与相应时间划分为5类，包括：①

自我照料时间，即用于睡眠休息、饮食、看病就

医等个人生理必需活动的时间；②工作时间，

不包含工作期间的休息时间，因此是“净工作

时间”；③通勤时间，即一天上班与下班路途

的总时间；④家务照料时间，包括用于购物②、

家务劳动与照料家人等家庭维护性活动的时

间；⑤闲暇时间，即完成以上活动后剩余用于

休息放松、业余学习、休闲社交等活动的时间。

以上活动时间分配的加和为24 h。另外，非工

作活动（家务照料、自我照料、闲暇）以居家、

室内活动为主，但也产生外出需求，从而产生

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利用诉求，本文将在家与工

作地以外空间所进行的非工作活动及其出行

统一定义为“外出非工作活动”。

分析方法方面，从时间分配与时间节奏两

方面刻画双职工育儿夫妻的时间压力特征。时

间分配采用平均时间指标（某类活动总时间分

配与总样本人数之比）进行分析；时间节奏通

过绘制时间节奏图，即24 h内每15 min各类活

动的参与率（参与某类活动人数与总样本人

数之比）展示日常活动在24 h时间轴上的分布

情况，并结合起床、离岗等固定活动的平均时

刻，更精准地刻画时间节奏。家庭分工方面，通

过家务照料时间分担比，即家庭成员家务照料

时间与总家务照料时间之比来测算分工情况。

2  双职工育儿夫妻的时间利用特征

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年轻无孩（45岁

以内，家内无18岁以下孩子）、孩子0—3岁、孩子

4—6岁、孩子7—12岁、孩子13—18岁、孩子成

年、离巢（45岁以上、60岁以内，家内无18岁以

下孩子），通过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时间利用的差

异比较，分析双职工育儿夫妻的时间利用特征。

2.1   时间分配特征

双职工育儿夫妻因家务照料责任而牺牲

工作、自我照料与闲暇的时间。统计在不同的

家庭生命周期双职工夫妻各项活动的时间分

配均值（见图1），可以看到：家庭生命周期与

家务照料时间呈现“倒L型”关系，与自我照

料、闲暇的时间呈现“W型”关系。年轻无孩

夫妻的家务照料分别为0.32 h/d、0.84 h/d，为

所有家庭中最少；年轻无孩的丈夫、妻子的工

作时间分别为8.55 h/d、8.18 h/d，自我照料时

间分别为11.41 h/d、11.35 h/d，为所有家庭中

最多。与年轻无孩的夫妻相比，养育0—3岁儿

② 调查未对家庭维持性购物与闲暇性购物进行区分，但研究样本中，参与购物活动的样本比例为13.61%，人均购物时长为6.76 min；单次购物时长不大于60.00 min
的比例分别达86.78%，可判断以短时、家庭维持性购物为主。因此，将购物归为“家务照料”虽存在不足，但双职工夫妻家务照料与闲暇时间的测算并不会因此产生

明显误差。

注释：

表1 双职工育儿夫妻的社会经济属性特征

Tab.1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of dual-earner 
parenting coup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比较内容 样本量N 百分比/均值

孩子
年龄

孩子0—3岁 48 29.09%
孩子4—6岁 48 29.09%

孩子7—12岁 69 41.82%

年龄 丈夫年龄 — 34.99岁
妻子年龄 — 33.56岁

收入 丈夫月均收入 — 8 855.86元
妻子月均收入 — 6 112.35元

教育
水平

丈夫本科及以上 72 43.64%
妻子本科及以上 62 37.58%

户籍 都是本地 88 53.33%
至少一方是外地 77 46.67%

祖辈
同住

有 87 52.73%
无 78 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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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丈夫、妻子的家务照料时间分别激增至

1.37 h/d、2.55  h/d，工作时间减少至7.63 h/d、

7.44 h/d，自我照料与闲暇的时间也受到不同程

度的压缩。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养育4—6岁儿

童的夫妻的家务照料时间有所减少，但工作和

自我照料的时间仍处于低谷，反弹不明显。

由于妻子的家务照料负担更重，育儿妻子

的闲暇时间及外出非工作时间受到明显挤压，

而丈夫可维持相对稳定的闲暇与外出非工作

时间。养育0—12岁儿童的妻子的闲暇时间平

均为1.55—2.05 h/d，少于其家务照料时间的

2.17—2.55 h/d，外出非工作活动时间仅0.65—

0.95 h/d。养育0—12岁儿童的丈夫的闲暇时间

平均达2.56—2.87 h/d，外出非工作活动时间

达0.94—1.56 h/d，与年轻无孩的丈夫相近。

除家务照料压力外，双职工夫妻在育儿阶

段的通勤压力也有增加，从而遭遇工作与通勤

双重压力。与国外研究发现的有孩子后会缩短

通勤距离或时间的结论不同[19-22]（见图1），上

海市年轻无孩的夫妻的通勤时间为1.00 h/d，

养育0—12岁儿童的丈夫、妻子的通勤时间分

别为1.29—1.34 h/d、1.07—1.27 h/d，即育儿

夫妻的通勤时间比年轻无孩夫妻更长，尤其丈

夫的通勤时间更长。结合我国超大城市的住房

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特点，可推测育儿阶段通勤

时间增加这一规律与家庭在育儿阶段购房、置

换学区房等行为相关。

2.2   时间节奏特征

双职工育儿夫妻因家务照料责任而牺牲

工作时间这一特征，在24 h时间安排上表现

为：育儿夫妻早上、下午至夜晚需更多地参与

家务照料活动，夫妻夜间工作时间被挤占。如

图2所示，与年轻无孩夫妻相比，在家务照料活

动方面，育儿夫妻在6：00—8：00、16：00—

22：00有更高的参与率；在工作活动方面，育儿

夫妻在18：00后的参与率相对较低，夜间工作

活动被家务照料活动所替代。

闲暇与外出非工作活动方面，育儿妻子减

少了夜间闲暇与外出非工作活动，育儿丈夫与

年轻无孩丈夫的闲暇与外出非工作活动时间节

奏基本一致（见图2）。由于在19：00—22：00约

40%以上的育儿妻子进行家务照料活动，该时

段育儿妻子的闲暇活动、外出非工作活动的参

与率大幅低于年轻无孩妻子，反映了育儿妻子

夜间外出活动被家内照料活动所约束、出行减

少的特点。除此之外，育儿妻子在7：00—8：00、

16：00—17：30外出非工作活动的参与率相对

较高，可推测为早上、下午接送儿童需求产生

的外出行为。相较之下，育儿丈夫仅在16：00—

17：30这一时段外出非工作活动的参与率相比

年轻无孩丈夫稍有增加。可见，育儿妻子因承担

更多的家务照料责任而改变其整天时间安排，

而丈夫可保持原有的生活时间节奏。

3   双职工育儿夫妻的时间压力类型与

活动特征

3.1   时间压力类型聚类

3.1.1    聚类结果

基于双职工育儿夫妻家务照料、通勤时间

压力高于年轻无孩夫妻的特征，本文以夫妻平

均家务照料时间、平均通勤时间为聚类因子，

采用K-means聚类方法对时间压力类型进行

图2 育儿、非育儿双职工夫妻工作日活动的时间节奏差异

Fig.2  Activity differences of workday activities for parenting and non-parenting dual-earner coup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双职工夫妻工作日的时间分配

Fig.1  Time allocation on working days of dual-earner couples at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 st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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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结果如表2所示，共识别出超高家庭压力

型、家庭压力型、通勤压力型、一般压力型4种

时间压力类型，其中以家庭压力型、通勤压力

型为主要类型。超高家庭压力型占比为7.88%，

家务照料时间压力最高，人均4.63 h/d；通勤时

间压力最小，人均0.65 h/d。家庭压力型占比为

36.36%，家务照料时间压力相对较高，但低于

超高家庭压力型，人均2.14 h/d；人均通勤时长

为0.96 h/d。通勤压力型占比为31.52%，人均家

务照料时间为1.30 h/d；通勤时间压力最高，人

均达2.00 h/d。一般压力型占比为24.24%，家务

照料时间压力最低，人均0.59 h/d；通勤时间压

力也较小，人均0.85 h/d。

3.1.2    时间压力类型的社会经济属性特征

不同时间压力类型有较为突出的社会经

济属性特征，反映了时间压力与孩子年龄、收

入与教育水平、祖辈同住等因素的相关关系。

①超高家庭压力型有养育0—3岁儿童的特

征；孩子0—3岁占比达53.85%，这与养育0—

3岁孩子的夫妻家务照料压力最高的特征相

符。②家庭压力型有外地人、无祖辈同住的特

征；56.67%家庭夫妻至少一方为外地户籍，

60.00%的家庭无祖辈同住，外地家庭、缺少本

地长辈的时间援助或是造成该类家庭家务照

料压力高的原因之一。③通勤压力型家庭有

养育7—12岁儿童、高收入与高学历、本地户

籍的特点；养育7—12岁儿童占比达42.31%，

月均收入与本科学历比例为所有时间压力类

型中最高。结合我国家庭育儿的特点，可推断

为上海本地高收入、高学历家庭看重儿童教

育，在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过程中，改变了

职住空间关系，使得夫妻承担更高的通勤时

间压力。④一般压力家庭有孩子7—12岁、祖

辈同住的特点；孩子7—12岁占比达50.00%，

65.00%的家庭有祖辈同住；7—12岁儿童的

生活照料需求相对学龄前儿童有所减小，同时

同住祖辈可分担家务照料责任，从而减少该类

家庭夫妻的时间压力。

3.2   时间压力类型的夫妻时间分配特征

超高家庭压力型、家庭压力型、通勤压力

型夫妻的工作、自我照料与闲暇的时间受到不

同程度的挤压，尤其超高家庭压力型夫妻陷

入睡眠休息等自我照料时间与闲暇稀少的困

境（见图3）。一般压力型夫妻相比其他家庭，

其时间压力主要来自工作活动，丈夫、妻子的

工作时间平均为8.06 h/d、7.92 h/d，夫妻家

务照料、通勤时间都不足1.00 h/d，夫妻的闲暇

时间分别达3.09 h/d、2.62 h/d，为所有类型

中最多。超高家庭压力型夫妻的家务照料时间

分别达4.44 h/d、4.81 h/d，自我照料时间仅

9.70 h/d左右，无法保证8.00 h/d的基本睡眠时

间，工作、通勤、闲暇时间为所有类型中最少。

家庭压力型夫妻的家务照料时间分别为1.21 

h/d、3.07 h/d，家务照料压力相对超高家庭压

力型有所减少，可满足8.00 h/d的基本睡眠休

息时间；但妻子的自我照料与闲暇时间分别为

10.72 h/d、1.72 h/d，仍相对稀缺。通勤压力型

的丈夫、妻子为长时间通勤人群，通勤时间分

别达2.09 h/d、1.91 h/d；家务照料压力相对较

低，少于2.00 h/d；自我照料时间较为充裕，丈

夫、妻子分别达11.00 h/d、11.28 h/d；但妻子

的闲暇时间仍较为稀缺，平均仅1.61 h/d。

3.3   时间压力类型的夫妻时间节奏特征

从时间节奏图来看，超高家庭压力型、家

庭压力型、通勤压力型夫妻的早晨与夜间活

表3 4类时间压力家庭的社会经济属性

Tab.3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of time pressure types

表2 时间压力类型及夫妻平均家务照料时间和平均通勤时间

Tab.2  Time pressure types and couples' average time spent on housework and commut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比较内容 超高家庭压力型 家庭压力型 通勤压力型 一般压力型
样本数/个 13 60 52 40

占比/% 7.88 36.36 31.52 24.24
夫妻人均家务照料时间/（h/d） 4.63 2.14 1.30 0.59

夫妻人均通勤时间/（h/d） 0.65 0.96 2.00 0.85

比较内容 超高家庭压力型 家庭压力型 通勤压力型 一般压力型

孩子年龄/%
孩子0—3岁 53.85 23.33 34.62 22.50
孩子4—6岁 15.38 38.33 23.08 27.50

孩子7—12岁 30.77 38.33 42.31 50.00

月均收入/千元 丈夫 7.91 8.43 11.99 5.73
妻子 5.63 5.99 7.50 4.66

教育水平/% 丈夫本科及以上 46.15 38.33 51.92 40.00
妻子本科及以上 38.46 35.00 46.15 30.00

户籍/% 都是本地户籍 46.15 43.33 65.38 55.00
至少一方是外地 53.85 56.67 34.62 45.00

祖辈同住/% 有 46.15 40.00 42.31 65.00
无 53.85 60.00 57.69 35.00

图3 4类家庭时间类型的夫妻时间分配

Fig.3  Time allocation of couples by time pressure typ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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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杂化，夜间时间不同程度地被家务照料活动

挤占，闲暇活动参与少（见图4）。一般压力型

夫妻的整天时间节奏较为清晰：自我照料—通

勤—工作—通勤—闲暇—自我照料。超高家庭

压力型夫妻的晨间、夜间需安排家务劳动与照

料儿童活动，时间安排相对复杂，具有碎片化

特征：自我照料—家务劳动与照料儿童—通

勤—工作—通勤—家务劳动与照料儿童—闲

暇—自我照料。家庭压力型、通勤压力型两类

家庭中，丈夫的时间节奏与一般压力型家庭的

丈夫相似，但妻子的时间节奏则与超高压力型

家庭的妻子相近，下班后依次进行家务劳动与

照料儿童—闲暇—自我照料活动，夜间时间安

排相对复杂。

从平均时刻来看，超高家庭压力型、家庭

压力型、通勤压力型夫妻在家务照料与通勤活

动的约束下，有早起晚睡、早出晚归的特点（见

图5）。由于晨间、下午需进行接送儿童等活动，

超高家庭压力型、家庭压力型夫妻的起床、离

岗时间都相对较早，如超高家庭压力型夫妻平

均6：13—6：20起床、16：37—17：05离岗，相

比一般压力型夫妻大幅提前。通勤压力型夫妻

则有早起床、早离家、晚归家的特点；由于通勤

时间长，夫妻起床时间也较早，平均为6：44—

6：49；同时到家时间较晚，平均为18：30—

19：03。另外，由于超高家庭压力型、家庭压力

型、通勤压力型夫妻在夜间需进行家务照料活

动，夫妻的睡眠时间相对推后，如超高家庭压

力型的卧床休息时间为22：30左右，比一般压

力型夫妻晚10 min左右。在家庭压力和通勤

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育儿夫妻不得不提前其起

床、出门、离岗的时间，推迟其睡眠时间，形成

高度紧张化的生活节奏。

3.4    时间压力类型的夫妻外出非工作活动

特征

3.4.1    外出非工作活动参与及外出次数

虽然家务照料压力挤占了休息与闲暇时

间，但家庭压力型夫妻的外出非工作活动参

与并未减少，其外出次数反而高于其他家庭。

这是因为家务照料责任会衍生接送儿童、陪

伴儿童学习等出行需求。超高家庭压力型、家

庭压力型夫妻外出照料儿童活动的参与率为

21.67%—61.54%，高于通勤压力型、一般压力

型夫妻的13.46%—25.00%，但其外出就餐、外

出闲暇活动的参与率相对低。此外，超高家庭

压力型、家庭压力型夫妻的非工作外出次数也

相对多，其中，超高家庭压力型丈夫外出次数

最多，平均1.77次/d；其次为家庭压力型妻子，

平均1.32次/d。通勤压力型、一般压力型夫妻非

工作外出次数为1.00次/d左右（见表4）。

3.4.2    外出非工作活动的时空分布

将活动按照地点划分为从家出发15 min

以内活动、从工作地出发15 min以内活动和时

距大于15 min的活动，统计3类活动的24 h参与

率及占比，可观察到育儿家庭外出非工作活动

的时空分布特征：超高家庭压力型、家庭压力

型夫妻白天外出非工作活动活跃且活动时距

范围较大，通勤压力型夫妻主要于午间工作地

附近展开外出非工作活动，一般压力型夫妻夜

间在家附近的非工作活动最为活跃。如图6所

示，超高家庭压力型、家庭压力型夫妻时距大

于15 min的活动比例达30.00%—37.50%，高

于其他家庭，且该类活动分布于6：00—8：00、

16：00—18：00，可推测为接送、照料儿童学习

等活动而产生的大于15 min的活动。通勤压力

图4 4类家庭夫妻的活动时间节奏

Fig.4  Activity rhythms of couples by time pressure typ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4类时间压力类型的平均时刻

Fig.5  Average timing of couples by time pressure typ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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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夫妻午间在工作地附近的非工作活动参与

率大大高于其他家庭。这是由于长时间通勤压

力型夫妻出门早、下班晚，约束其上班前与下

班后在家附近活动的参与，只能结合午间外出

就餐的时空机会，将外出活动诉求安排在午间

工作地附近，形成“外出就餐+购物”等出行

链。一般压力型夫妻的时间相对充裕，因此下

班后外出非工作活动的参与率高，在空间选择

上则表现出偏好从家出发15 min以内活动的建

成环境的特征。

从外出非工作活动的时空分布来看，离

居住地与工作地15 min范围的建成环境影响

育儿夫妻的时间压力与活动机会。对于家务照

料压力高的家庭，夫妻因居住地教育等设施

15 min不可达而承担更高的移动压力，花费更

多的时间在路途中；对于通勤压力高的夫妻，

午间工作地15 min的建成环境则是其组织外

出活动重要的时空机会。

3.4.3    外出活动模式

将活动分为居家活动（H）、工作地活动

（W）、外出非工作活动（O），将24  h活动按时

间顺序排列，提取出活动链，分析夫妻的外出活

动模式特征。提取占比前5位的活动链：两点一

线（HWH等）、多目的通勤（HWOH等）、午间外

出（HWOWH）、夜间外出（HWHOH）、多目的

通勤+夜间外出（HOWOH等）。可以看到： ①超

高家庭压力型、家庭压力型夫妻“两点一线”占

比相对低，“多目的通勤”“多目的通勤+夜间外

出”等“多点多线”模式占比高；超高家庭压力

型丈夫这一特征尤其突出，“两点一线”模式占

比仅为15.38%，“多目的通勤”“多目的通勤+夜

间外出”比例分别为38.46%、15.38%，为所有

类型中最高，其次为家庭压力型妻子；这反映了

育儿就业人员需在通勤途中组织接送儿童等活

动，形成“家—学校—工作地”复杂行程安排

的时空行为特点。②通勤压力型夫妻“午间外

出”模式占比高，这是由于通勤压力型夫妻“早

出晚归”，只能在午间休息时段进行外出活动。

③一般压力型夫妻“夜间外出”占比高，该类

夫妻夜间闲暇时间充裕，可外出进行闲暇等活

动。可见，超高家庭压力型丈夫、家庭压力型妻

子在照料儿童活动的约束下，外出活动不再是

“家—工作”的“两点一线”的简单模式，而是

“多点多线”的复杂模式；其他时间压力类型夫

妻的外出活动模式则相对简单（见图7）。

4 双职工育儿家庭分工特征

双职工育儿家庭的时间压力及活动特征

与家庭分工紧密相关。以下从代际援助、夫妻

性别分工和家内外活动分工3个方面解析家

庭分工方案，结合家庭分工理解夫妻的时间压

力及其活动特征的形成原因。

4.1   代际援助

已婚子女通过与父母同住获得代际援助

是我国家庭应对儿童照料需求与时间压力的

重要策略，4类家庭不同程度地受到祖辈的时

间支援（见表5）。一般压力型、通勤压力型两

类家务照料时间压力较小的家庭，祖辈的时间

支援最多；超高家庭压力型、家庭压力型两类

家庭的祖辈时间支援则相对少。一般压力型家

庭祖辈家务照料时间平均为4.69 h/d，时间分

担比达54.67%，即家庭1/2的家务照料时间由

祖辈承担。超高家庭压力型以养育0—3岁儿

表4 4类时间压力类型的外出非工作活动参与率与外出次数

Tab.4  Participation rate in out-of-home non-work activities and number of trips by time pressure typ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比较内容 超高家庭压力型 家庭压力型 通勤压力型 一般压力型

外出非工作活动
参与率/%

照料儿童 61.54+30.77 21.67+50.00 13.46+25.00 15.00+20.00
购物 7.69+38.46 13.33+18.33 1.92+5.77 0.00+2.50
就餐 23.08+7.69 30.00+18.33 38.46+32.69 30.00+17.50
闲暇 7.69+15.38 36.67+21.67 34.62+13.46 42.50+35.00

非工作外出次数/（次/d） 1.77+0.91 1.25+1.32 1.08+0.94 1.25+0.90
注：“+”左侧数值对应丈夫；“+”右侧数值对应妻子。

注：“37.50+50.00”代表“丈夫的地点类型比例+妻子的地点类型比例”，其他数值同理。

图6 4类时间压力类型外出非工作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分布

Fig.6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out-of-home non-work activities by time pressure typ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4类时间压力夫妻的活动链类型占比

Fig.7  Percentage of activity chain patterns by time pressure typ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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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家庭为主，家务照料压力最高，虽然祖辈

家务照料时间平均达3.48 h/d，但时间分担比

仅为20.05%。家务照料压力型祖辈平均家务

照料时间为2.87 h/d，为4类家庭中时间支援

最少，时间分担比为22.09%，家务照料责任仍

主要由双职工夫妻承担。可见，超高家庭压力

型与家庭压力型的时间压力与祖辈时间支援

相对少有关。

4.2   夫妻性别分工

由妻子承担大部分家务照料责任的传统

性别分工是我国大多数夫妻采取的分工方式，

家庭压力型、通勤压力型家庭都采取该分工方

式，夫妻的时间分配差异较大；超高家庭压力

型家庭的夫妻分工则相对平等，夫妻的时间分

配差异较小。如表6所示，家庭压力型、通勤压

力型家庭中妻子的家务照料时间分担比均值

为73.25%、76.96%，与一般压力型家庭相近，

家务照料时间比丈夫分别平均多1.86  h/d、

1.13 h/d，闲暇时间比丈夫分别平均少1.14 h/d、

0.62 h/d，时间分配的性别差异较大。超高家庭

压力型家庭中妻子的家务照料时间分担比为

50.86%，即夫妻之间接近平等地分担家务照

料责任；相应地，夫妻间各项活动的时间分配

差值为所有家庭中最小，夫妻平均工作时长一

致，闲暇时间仅相差0.10 h/d。

可推断，家务照料压力在一方可承受范

围内时，夫妻倾向采取传统性别分工方式，妻

子的时间因此被剥夺；但在超高家务照料压力

下，夫妻则采取平等分工的应对策略。传统分

工观念是造成家庭压力型、通勤压力型家庭妻

子时间压力高、闲暇时间稀缺的主要原因。

4.3   家内外活动分工

家务照料活动中，接送儿童、陪伴学习等

时间、地点都固定的活动对夫妻形成刚性约

束，极大地影响双职工夫妻的活动与出行行

为。通过测算家内、家外家务照料活动中祖辈、

丈夫、妻子三者的时间分担比，考察不同时间

压力类型家庭的活动分工差异（见表7）。①超

高家庭压力型：家内家务照料活动由丈夫、妻

子、祖辈平等分担，家外家务照料活动主要由

丈夫承担；祖辈、丈夫、妻子的家内家务照料时

间分担比为30.00%左右，丈夫家外家务照料

时间分担比达50.31%，因此超高家庭压力型

丈夫的非工作外出次数最多，活动模式为“多

点多线”。②家庭压力型家内、家外家务照料

活动都主要由妻子承担，时间分担比分别为

61.69%、52.49%，因此家庭压力型妻子的非

工作外出次数也较多，且活动模式较为复杂。

③通勤压力型家庭采取家内由妻子承担、家外

由祖辈承担的分工策略；由于夫妻通勤时间

长，难以承担接送、购物等家外责任，祖辈分担

了大部分家外责任，分担比为50.50%；妻子主

要负责家内责任，家内时间分担比为52.56%。

④一般压力型家庭的家内、家外家务照料活

动都主要由祖辈承担，分担比分别为58.99%、

67.23%，祖辈极大地减少了夫妻的活动负担

与时间约束，丈夫、妻子因此夜间时间宽裕，可

进行休息与闲暇活动。

4.4   家庭分工的案例解析

以下从4类时间压力类型中各选一例典

型家庭，结合家庭成员的24 h活动序列，进一

步描述双职工育儿夫妻的时间压力及其家庭

分工方案（见图8）。

超高家庭压力型家庭A养育一名10岁孩

子，该家庭无祖辈同住；夫妻都于6：00起床开

始一天的活动，丈夫负担家内家务照料责任的

同时，接送责任完全由丈夫承担。丈夫的24 h活

动序列是6：00起床—家内家务照料—7：30接

送儿童—到岗上班—16：30离岗下班—家内家

务照料—22：15卧床休息，形成“家—学校—工

作地”的“多点多线”的外出活动模式。在洗

衣做饭、接送儿童等家庭责任的约束下，夫妻都

减少工作时间，下班时间早，且下班后的时间都

围绕家务照料活动展开，整日几乎无闲暇活动。

家庭压力型家庭B养育一名6岁孩子，无祖

辈同住；丈夫为夜间工作者，不分担家庭责任，

家内外家庭责任都由妻子承担。妻子24 h活动

表5 4类时间压力家庭的祖辈时间支援

Tab.5  Grandparental housework time by time pressure types

表6 4类时间压力类型的夫妻分工方式与夫妻时间分配差异

Tab.6  Division of household tasks and time use differences between couples by time pressure types

表7 4类时间压力家庭的家内外活动分工

Tab.7  Division of in-home and out-of-home household tasks by time pressure typ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祖辈家务照料时间是所有同住祖辈的家务照料总时间；祖辈家务照料时间分担比是祖辈家务照料时间与家庭

总家务照料时间的比值。

注：妻子家务照料时间分担比是妻子的家务照料时间与夫妻总家务照料时间的比值。夫妻时间分配差异为丈夫的

时间í妻子的时间。

比较内容 超高家庭压力型 家庭压力型 通勤压力型 一般压力型
祖辈家务照料时间/（h/d） 3.48 2.87 3.86 4.69

祖辈家务照料时间分担比/% 20.05 22.09 34.20 54.67

比较内容 超高家庭压力型 家庭压力型 通勤压力型 一般压力型
妻子家务照料时间分担比/% 50.86 73.25 76.96 74.32

夫妻时间分配
差异（h/d）

家务照料时间 -0.37 -1.86 -1.13 -0.50
通勤时间 0.23 0.13 0.18 0.14
工作时间 0.00 -0.07 0.60 0.14

自我照料时间 0.04 0.59 -0.28 -0.69
闲暇时间 0.10 1.14 0.62 0.95

压力类型 家内家务照料时间分担比/% 家外家务照料时间分担比/%
祖辈 丈夫 妻子 祖辈 丈夫 妻子

超高家庭压力型 31.08 34.10 34.83 22.62 50.31 27.07
家庭压力型 18.91 19.40 61.69 22.38 25.13 52.49
通勤压力型 31.34 16.10 52.56 50.50 18.75 30.75
一般压力型 58.99 11.11 29.89 67.23 12.89 19.89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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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是：6：30起床—7：15接送儿童—到岗工

作—16：30接送儿童—做饭、辅导学习等家内

家务照料活动—22：00卧床休息。在家务照料

责任的约束下，妻子牺牲工作时间，下午提前离

开工作岗位接送儿童，形成“家—学校—工作

地”的外出活动模式；闲暇时间极少，仅有碎片

化的闲暇活动穿插在家务照料、工作活动之间。

通勤压力型家庭C养育一名6岁孩子，有

一位女祖辈同住；夫妻都于6：30起床，白天家

内外家庭责任由祖辈承担，妻子承担夜间家

内家务照料活动；丈夫的工作与通勤时间长，

不分担家庭责任。妻子的通勤时间达3.00 h/d，

24 h活动序列是：6：30起床—7：00到8：30离

家通勤—到岗工作—17：30到19：00离岗回

家—辅导学习和照料儿童生活等家内家务照

料活动—22：00卧床休息；丈夫通勤时间达

3.50 h/d，工作至20：45下班，22：15到家休

息。祖辈于7：30、15：45进行接送儿童、购物

等活动。夫妻在工作与通勤压力、家务照料责

任的约束下，整天几乎无闲暇活动安排，外出

活动都为“家—工作地”的“两点一线”模式。

一般压力型家庭D养育一名8岁孩子，有

两位祖辈同住；夫妻于7：00后起床，白天家内

外家庭责任由祖辈承担，丈夫夜间参与家内家

务照料活动，妻子不分担家庭责任。丈夫24 h

的活动序列是7：00起床—8：30离家通勤—

到岗工作—17：30离岗回家—陪孩子玩耍和

辅导学习等家内家务照料活动—居家闲暇—

0：00卧床休息。妻子下班后18：00—20：00进

行家外就餐、闲暇活动。祖辈于7：30、15：30

进行接送儿童活动，并于早上、下午进行购物

活动。夫妻在祖辈的帮助下有充裕的闲暇时

间，其中妻子下班后进行外出活动，形成“多

点多线”的外出活动模式。

从家庭个案来看，祖辈的时间支援是上

海市双职工夫妻在育儿阶段维持高强度工作、

长时间通勤生活方式或维持基本闲暇生活的

支撑条件。在缺乏祖辈时间支援、同时儿童照

料服务不足（如缺少接送服务）的情况下，夫

妻只能牺牲睡眠、闲暇与工作时间，并形成复

杂的日程活动安排以应对家务照料责任。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2018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分

析上海市双职工育儿家庭的时间压力与分工

特征。主要发现有：（1）上海市双职工夫妻在

养育0—12岁儿童时期遭遇家务照料与通勤

双重压力，夫妻因此压缩其工作与闲暇时间，

妻子所受的影响尤其明显；（2）可识别出超高

家庭压力型、家庭压力型、通勤压力型和一般

压力型4类夫妻时间压力类型，其中以家庭压

力型、通勤压力型为主要类型；（3）家务照料

或通勤压力较高的双职工夫妻不同程度地陷

入闲暇时间稀少、晨间与夜间时间碎片化、早

起晚睡、早出晚归等紧张的生活节奏中，并因

承担家务照料责任而移动压力高且外出活动

模式复杂；（4）一般压力型夫妻、通勤压力型

夫妻通过代际援助消解其家务照料压力，并可

维持8 h工作或长时间通勤的生活方式，超高

家庭压力型、家庭压力型家庭分别通过夫妻平

等分工、传统性别分工应对家务照料责任，导

图8 典型家庭的24 h活动安排与日出行链

Fig.8  24 h activity sequences and daily trip chain patterns of typical household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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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夫妻双方或妻子一方的时间与活动困境。

本文基于时间利用调查数据揭示了双职

工夫妻的时间压力特征，可为我国育儿友好政

策带来启示。一是福利政策方面，祖辈分担家

务照料儿童责任是双职工育儿家庭维持大城

市工作通勤节奏的重要支撑条件，应将祖辈的

时间支援纳入儿童照料政策体系中，参考借鉴

美国、英国等经验[23]，通过政策与照料津贴，肯

定祖辈时间支援的价值，保证其权益，并促进

祖辈提供儿童照料支援的意愿。二是城市规划

方面，空间是改善育儿夫妻时间压力的重要维

度，一方面需改善职住关系，长时间通勤形成

的时间压力与城市职住空间紧密相关。本研

究显示，内环内、内环—外环、外环—郊环、郊

环外的通勤压力型家庭占比分别为44.44%、

65.63%、26.27%、12.72%，即内环—外环

居住的双职工育儿家庭更易遭遇长时间通勤

问题。基于手机信令的通勤研究也发现：上海

市外环附近通勤距离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这与该地区就业岗位不足、职住平衡水平较

低紧密相关[24]。另一方面，离居住地与工作地

15 min步行距离范围的建成环境影响育儿夫

妻的时间压力与活动机会，尤其需关注“住—

教—职”三者的空间关系，促进住教就近减少

育儿家庭的移动压力与时间消耗。此外，本文

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未能直接获得儿童照料方

式信息，家庭分工分析未涉及保姆、非同住祖

辈等提供的时间支援，所以结论存在一定偏

差。同时，时间利用调查对活动地理位置信息

的调查有限，本文对活动特征的分析以时间维

度为主，缺少空间维度的刻画。未来调查与研

究需改进以上不足，为家庭育儿友好的时间政

策与空间规划提供支持。


